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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史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北京城市规划中的苏联因素

李    扬

［摘  要］新中国成立之初，规划建设“新北京”、打造社会主义城市空间是中央与北京考虑的重

要问题之一。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所聘请的中国建筑与规划专家一开始即与苏联专家在规划思路上

产生了分歧。由于新政权缺乏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经验，除启用原有的技术人员之外，邀请苏联专家进

行指导、学习苏联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经验成为当时的现实性选择。从 1953 年的规划草案到 1958 年的

总体规划初步方案，莫斯科城市规划建设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的建议是其重要的借鉴与参照。尽管北京

城市规划方案的最终出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苏联因素是影响 20 世纪 50 年代北京城市规

划与建设的突出因素，其影响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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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的城市规划问题，近年来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A 关于北京城市规划资料的

集中公布和研究，其实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开始 B，此后随着一批参与 20 世纪 50 年代北京城

市规划的亲历者的口述资料和学者相关论著的出现 C，逐渐成为学界与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从解

放之初成立“北平 D 市都市计划委员会” E 到 1953 年向中央提交规划草案，再到 1958 年向中央提

交总体规划初步方案草案，当时北京的城市规划工作既受到中国专家和苏联专家的影响，也是当

时人民大众迫切要求改善民生呼声的反映。其中，苏联因素是影响 20 世纪 50 年代北京城市规划

的突出因素。一些苏联城市规划与建设专家来到北京，指导北京城市规划工作。学界对 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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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扬，历史学博士，讲师，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100191。

A 代表作有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主编：《五十年回眸——新中国的城市规划》，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邹德慈等：

《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研究——总报告及大事记》，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 年版；李浩：《八大重点城市规划：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规划历史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 年版；等等。

B 如亲历 20 世纪 50 年代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的佟铮主编的《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北京建设史书编辑

委员会 1986 年印）、《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 城市规划》（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 1987
年编印）等，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C 代表作有郑天翔：《行程纪略》，北京出版社 1994 年版；董光器：《北京规划战略思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 1998 年版；王军：《城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版；刘欣葵等：《首都体制下的北京规划建设

管理——封建帝都 600 年与新中国首都 60 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年版；等等。

D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1949 年 9 月 27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都北平，改称北京。本文

叙述中将根据历史原貌相应使用“北平”、“北京”称谓，统称时使用“北京”。

E “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于 1949 年 5 月 22 日成立，新中国正式定都北京后称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

会”，1955 年改称为“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参见张汝良：《市建设局时期的都委会》，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党史征集办公室编：《规划春秋——规划局规划院老同志回忆录（1949~1992）》，1995
年印，第 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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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代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领域苏联专家作用的研究仍显不足，颇多史实需要进一步厘清。本文

力图还原当时北京城市规划方案形成的复杂过程，探析苏联专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北京城市规划

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以期对现今城市改造、规划和建设提供镜鉴。

一、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中国专家与苏联专家的意见分歧

北平和平解放后，如何规划建设“新北平”成为摆在新生人民政权面前的重要课题。1949 年

5 月 8 日至 6 月 13 日，北平市政府组织召开了都市计划座谈会，主要讨论如何把北平变成生产城

市、西郊新市区、城门交通、城区分区制等问题。［1］5 月 22 日，北平市政府成立了都市计划委员

会（以下简称都委会），“广泛的吸收学者、专家参加都市计划之调查、研究、设计，宣传并指导

计划之实施。经过两周的筹备，已于昨（二十二）日假北海公园画舫斋召开成立大会。出席该会

委员有市政专家华南圭、林是镇，清华、北大建筑系教授梁思成、王明之、钟森等十余人……决

定由下周起开始展开工作。由建设局负责实地测量西郊新市区。同时授权清华大学梁思成先生暨

建筑系全体师生设计西郊新市区草图”。［2］7 月 6 日，都委会组织规程公布，“负责办理北平市都

市计划之调查、研究、设计、订定等工作；草拟与都市计划有关之规章；宣传并指导都市计划之

实施。本会设委员九人至十七人（包括北平市市长、北平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局长、平汉铁路局局

长、华北公路运输总局局长、专家五人至十三人）”。［3］都委会主任委员为聂荣臻（北京市市长），

副主任委员为张友渔（北京市副市长）、梁思成（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教授），委员有彭真（中

共北京市委书记）、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华南圭（都委会总工程师）、陈占祥（都委会企划处

处长）、吴景祥（都委会总建筑师）、林是镇（土木工程师）、钟森（北京大学工学院兼职教授、

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等 32 人。［4］都委会类似顾问机构，指导北京城市规划

工作，具体工作由市建设局等市政建设部门承担。

梁思成是都委会的重要专家。1949 年 9 月，梁思成在给聂荣臻的信中提出：“都市计划委员

会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有计划的分配全市区土地的使用，其次乃以有系统的道路网将市区各部分连

贯起来，其余一切工作，都是这两个大前提下的部分细节而已。”可见，他对都委会的职责与定

位有着明确的认识。据此，他认为新的建筑或土地征用计划应先征求都委会的同意，首都建设必

须“慎始”。［5］1950 年初，梁思成又向北京市政府提交了由其主笔的《都市计划委员会 1950 年

度工作计划草案》，对北京历史上的规划设计与艺术成就给予高度肯定，但又认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北京“是一座‘中古’封建的都市加上了现代的点缀，那些点缀是勉强的，不调和的”［6］，

故而希望新政权能使北京重获新生，并提出了 1950 年度的工作计划，包括“城区及郊区的调查

研究”、“大力对群众进行都市计划的宣传”、“城内局部改善计划”等。另外，他提出了尤为庞大

的调查研究计划：关于环境方面，调查北京历史地理、地质、地形、气候、郊区土地使用、郊区

风景区、名胜古迹、公地及公产分布情形、河道变迁及现状、洪水区域等；关于人文方面，调查

人口、自然村典型、郊区生活现状、城区人民居住情况、文教、职业、房屋修缮等；关于交通方

面，调查城内交通设施要点、城区内各项车辆典型、交通安全管制方法、街道典型、北京市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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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交通关系、北京市与附近区域交通关系等；关于生产方面，调查郊区生产量、工厂典型、特殊

手工业、粮食供应、水电供应状况、税收情况等。［6］

但遗憾的是，梁思成的计划因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些不切实际，因此未能得到回应。张友

渔批示：“此件草稿曾由梁思成单寄彭，并已由我摘送。彭批送文松同志研究，提出意见。文松

提出意见后并在市委会上讨论过。”“彭”即彭真，“文松”即中共北京市委政治秘书、市委政策

研究室副主任张文松。张文松阅后向彭真报告指出：“梁思成所提出的都市计划委员会 1950 年度

工作计划，其基本的出发点是与他过去所提出的都市计划相同的：第一，是希望保持城内原有建

筑的完整和谐，赞美过去，不愿在城内再有新的增饰。第二，与苏联专家意见对立，说：决不能

主观任意划条线了事。第三，应该把主要的发展区域放在郊区，今年度的调查工作对于郊区情形

需要有进一步的认识。”关于梁思成的调查研究计划，张文松则认为不切实际，“第一是内容太多，

牵涉面太大，绝非都市建设委员会所能胜任。应组成若干个专门委员会去调查研究。第二，有些

关涉经济、生产的内容可由经济部门去作。第三，他们可以进行一些技术性的调查，如地形、地

质、河道、气候、交通。关于展览会，梁的目的是告诉群众如何建设一个真善美的城市，宣传的

计划内容是：保障每个人民有舒适康健的住的条件，高效率的有优美环境的工作条件，有修养身

心的游息条件，有舒畅而安全的交通条件。这样做值如画饼充饥，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张友

渔基本赞成张文松的意见，批示道：“这个计划，我处也已收到。当即向梁提出意见，请其在调

查方面，尽量利用已有机构及材料，在计划方面，一边准备长期计划，整个计划，一边先做局部

计划，具体计划，在宣传方面不可开不易兑现的支票。”［6］张文松的意见还表明一个事实，就是

梁思成的规划方案与苏联专家的意见是有分歧的。从后来北京市委的决策来看，梁思成的规划理

念和调查计划从一开始就面对着众多质疑之声。

揆诸史实，早在 1949 年 9 月，北京市政府就邀请以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

为首的专家工作组来京对北京的城市规划予以指导帮助。［7］当月，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参照

1933~1935 年莫斯科城市改建计划，提出了《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报告》，从城市规模、市

区规模、城市区域的分配、建筑行政机关的房屋、设计新的行政和居住的房屋五个方面提出了建

议。［8］ 据参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城市规划工作的陈干回忆，聂荣臻高度重视苏联专家意见，并

在市人民政府组织召开了专门的讨论会。A

1949 年 12 月 19 日，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局长曹言行、市建设局局长赵鹏飞联名提出《对于

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表示“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先生提出了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

题的报告，这一报告已引起关心首都建设各方面人士的广泛讨论”，并称在很多问题上中苏两国

专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其基本分歧集中表现于首都行政中心位置的问题。苏联专家的意见是将

行政中心设于原有城区以内，而另一种意见则是将行政中心设于西郊新市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

完全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随后，他们列举了同意这一方案的理由：“北京城经过六百余年的建

设足以代表中国风格的国际城市，并且具有城市生活所需的各种设备。在这一基础上建设，一方

A 陈干：《以最高标准，实事求是地规划和建设首都》，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党史征集办公室编：《规划春秋——规划局规划院老同志回忆录（1949~1992）》，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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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可以保存一切优良的设备，改造其不合理的部分；另一方面可以节省建设经费。如在郊区另建

新城，除房屋建筑之外还需进行一切生活必须设备的建设，这样经费大大增加（据苏联专家的经

验，城市建设的经费，房屋建筑占百分之五十，一切生活必需设备占百分之五十，如果因新房建

设而拆除旧房，其损失亦不超过全部建设费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而且，如果进行新行

政区之建设，在人力、财力、物力若干条件的限制下，势难新旧兼顾，将造成旧城区之荒废。”

另外，他们还认为苏联专家提出的“必须发展首都工业，增加工人阶级在总人口的比例”与中央

提出的“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方针相吻合，也是人民民主国家首都不可缺少的条件”A 相契

合。他们意见中提到的“西郊新市区”方案就是“梁陈方案”B 推出之前梁思成在北京市建设局

召开的座谈会上主张的方案。关于巴兰尼克夫等苏联专家在京的身份，北京市政府 1951 年 4 月

3 日给外交部的函件称：“本市都市计划工作，现已次第开展，为吸取经验，获得借镜，拟聘请

前曾来京之苏联建筑专家巴兰尼克夫同志为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名誉顾问，藉通讯联系，获得指

导”［9］。

北京市委秘书长郑天翔于 1953 年 11 月在《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几个问题》中指出：

“从 1949 年起，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即着手进行首都的规划工作。当时苏联专家阿布拉莫夫、巴

兰尼克夫等同志曾提供许多宝贵意见，批判了‘废弃旧城基础，另在西郊建设新北京’以及‘北

京不能盖高楼’等错误思想。几年来，都市计划委员会也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对北京的规划进行

了多次讨论……由于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某些技术干部，在有些问题上和我们改建与扩建首都的意

见不一致，尤其是在对待城墙与古建筑物的问题上，各方面议论纷纷，分歧很大。”［10］这里提到

的“技术干部”以及“废弃旧城建新城”、“不能盖高楼”，指的就是以梁思成为代表的中国建筑

规划专家及他们所主张的意见。正是由于出现了较大的意见分歧，规划方案迟迟不能出台。

二、苏联因素与 1953 年的规划草案

1953 年是“一五”计划开局之年，北京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也随即展开。由于城市缺乏一个统

一的总体规划指导，导致建设过于分散。同时，城市用地量激增、人口压力巨大，基础设施和商

业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跟不上住宅及办公用房建设需求的问题日益突出。为此，北京市委市政府

加快了编制城市规划建设的步伐。

鉴于“梁陈方案”与苏联专家意见对行政中心放在旧城还是西郊等问题存在争议，北京市政

府秘书长兼都委会副主任薛子正指示加快制定规划方案，如认识不同，可做两个方案分别上报市

委。因此，都委会责成第二总建筑师华揽洪与企划处处长陈占祥分别组织人员编制方案，于 1953

A 《曹言行、赵鹏飞对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1949 年 12 月 19 日）》，《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 
料·第一卷 城市规划》，第 107~108 页。

B “梁陈方案”，全称《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是梁思成、陈占祥于 1950 年 2 月完成的

报告，后分送中央人民政府、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等有关单位。参见《梁思成全集》第 5 卷，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2001 年版，第 60~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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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提出了甲、乙两套规划方案。［7］（pp.315,318）1953 年夏，北京市委专门成立了以郑天翔为首的规

划小组对甲、乙方案进行综合修改，提出规划方案草案。由于该小组在畅观楼办公，通常称其为

“畅观楼小组”。在方案编制过程中，该小组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苏联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经验，并聘

请苏联专家巴拉金作指导。［7］（p.321）1953 年 11 月，北京市委将《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

点》上报中央。1954 年 10 月，根据上述草案及大半年的规划实践，北京市委又对该草案做了修

改。1953 年的草案“只是轮廓地规定了首都发展的远景和改建扩建时所应遵循的一些基本方针，

整个的说是很粗糙甚至是不科学的。原因在于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首都工业建设的方针，高等学

校和中央机关建设的计划也多未决定，而这些是首都规划的前提”，因此，提出“按照社会主义

的城市建设原则来改建和扩建我们的首都，是制定规划草案的根本出发点”。［11］所谓“社会主义

的城市建设原则”，就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苏联提出并付诸实践的城市建设理论。1931 年 6 月，

时任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A 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卡冈诺维奇在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全委会上做了题为《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提出在工业

化与农业集体化之后大力提高城市建设水平，对住宅建设、城市运输、街道与地下工程等都做了

明确要求与部署。［12］因此，苏联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经验成为 20 世纪 50 年代北京城市规划编制

的重要参照对象。

从 1953 年规划草案上报到 1954 年草案的修订来看，苏联专家的意见得到了充分采纳。《关

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说明》开篇即指出：“第一，关于城市人口的说明。苏联在制定

城市规划时，把城市人口分成三个部分来计算，即‘基本人口’、‘服务人口’、‘被抚养人口’，

三者占城市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28%~30%、23%~25%、45%~48%。苏联城市规划的程序是根据基

本人口推算出总人口。北京市的基本人口主要有三部分：中央机关干部、高等学校师生员工及非

地方性企业的职工。但由于工业的发展计划和中央机关、高等院校的建设计划多未决定，现在还

无法确定基本人口。我们的计划是按照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内，首都人口的规模达到五百万左右

制定的。第二，关于城市用地的说明。1935 年莫斯科改建总计划中规定莫斯科的面积为六万公

顷。北京市区面积在发展到五百万人口时也需要扩大到六万公顷左右。”［13］由此可见，在人口规

模与用地指标这两个城市规划最关键的指标上，北京基本上以莫斯科的标准为参照。

关于城市面积和人口规模，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在 1949 年的报告中已经有过说明。他指出：

“社会主义的制度是在大城市中避免集中过多的人口，各地工业建设予以平衡分布。所以 1931 年

7 月联共（布）中央会议讨论改建莫斯科问题时，坚决地否定了在城市人口的数量上赶上并超过

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而使这一口号适用于工业的发展。所以在改建莫斯科的总计划中，莫斯科

的人口增加限制在 500 万人的范围，就是经过十年后人口增加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四十五。” ［10］

因此，1953 年 11 月，北京市委在上报中央的《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中，将

北京市的发展规模描述为“在二十年左右，首都人口估计可能发展到五百万人左右，北京市的面

积必须相应地扩大至六万公顷左右”。在 1954 年 10 月《关于早日审批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

A 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25 年由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改称而来，1952 年改

称苏联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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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请示》中，更是明确指出“参照莫斯科的经验，规定市区范围在人口发展到五百万人时为

六万公顷左右”。［14］这两个重要指标无疑都是苏联因素的突出体现。

当然，北京市委也有远景规划和更长远的考虑。郑天翔在《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中的两个

根本问题》中指出：第一，首都的性质除政治、文化、科学艺术中心之外，还应该是一个大工业

城市。如果北京只建设中央机关和高等学校，则首都只能是一个消费水平极高的消费城市，缺乏

雄厚的现代产业工人的群众基础，这与首都的地位不相称。第二，首都的规划布局需要考虑长远

发展，给以后留下发展余地。因此，规定市区范围在人口发展到 500 万时为 6 万公顷（即 600 平

方公里）左右，并在其四周留下扩展的余地，因为首都的人口总数将来绝不止 500 万。道路与绿

地都要留的宽些、多些，这样以后会比较主动。［10］（pp.134~135）可见，北京市委已经意识到这个标准

的局限性，但在没有更多规划经验和参考数据借鉴的现实情况下未能做较大突破。

三、苏联因素与 1958 年的总体规划初步方案

“一五”期间，北京城市建设快速发展，新建工厂 50 多个，建筑面积 187 万平方米，高等学

校从 15 所增至 31 所，还新建了一些中央部级机关大楼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A 为了更好地规划城

市建设，1954 年 8 月，北京市委向中央请示：“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来，北京市城市建设

的发展速度很快，规模愈来愈大，技术要求愈来愈复杂，许多建设工程必须和北京市长远的整体

的发展计划统一考虑……目前，各部门工作中仍存在着许多自身根本无力解决的问题，如城市规

划，自来水、污水处理、下水道、煤气供应、集中供热的规划等，房屋建筑则由于层数和技术要

求愈来愈高，设计和施工把握都不大。中央建筑工程部虽然请了一些专家，但经了解，多属工矿

建设的专家，而缺乏城市建设整体规划方面的专家，事实上也不可能用很多精力来帮助北京系统

地解决上述问题。特请求中央批准聘请城市建设方面的苏联顾问八人至十人。包括城市总规划二

人，自来水、污水处理、下水道、煤气供应、集中供热的规划专家各一人，建筑师一人，建筑工

程师一人，公共交通（关于汽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的规划一人，（至于地下电车道专家，因现

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资料，暂不聘请）并希于 1955 年第一季度来京工作”［15］。10 月 16 日，国家

计划委员会对北京市 1953~1954 年上报的规划草案提出指导意见，同时向中央做了书面报告。报

告对北京市的草案表示基本同意，并建议北京市参照莫斯科的经验，克服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与

建筑管理相脱节的缺点，合并现有机构，成立城市建设委员会和主管规划、设计、建筑管理的统

一机构，以达到统一规划、设计与管理的目的。B

在中央批准和协调下，1955 年 4 月，以勃德列夫为组长的苏联城市规划专家组一行七人来京，

当时还有一位热电专家尚在途中。其中，组长勃德列夫曾任莫斯科总体规划学院建筑规划工作室

A   《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五卷 房屋建筑》上册，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 1992 年编印，

第 10~11 页。

B 《国家计委对于北京市委〈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意见向中央的报告（1954 年 10 月 16 日）》，《建

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 城市规划》，第 190~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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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上下水道专家雷勃尼珂夫，曾任莫斯科地下工程机构设计工作室负责人；建筑设计专家阿

谢也夫曾任莫斯科设计院建筑施工科负责人。［16］这些专家曾全程参与了莫斯科城市规划和改建

工作。为此，北京市委专门成立了专家工作室和都市规划委员会，两个机构“是一套人马，两块

牌子”。A 都市规划委员会由郑天翔任主任，佟铮、梁思成、陈明绍等任副主任，从城市建设各方

面抽调技术人员，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工作。［7］（p.329）

苏联专家对北京市的各项工程进展以及城市规划的编制提出了详细的意见。1956 年 3 月，苏

联城市规划专家组向北京市委提交了《北京市建筑的分布情况及改善建筑分布的必要措施》的报

告，指出北京市建筑分布存在的问题：“新的居住、文化福利、民用及其他建筑同时分布在全城

各区是不正确的，从经济方面看也是不利的，因为造成了建筑的分散性”，此外，“城市规划管理

局对各建筑单位提出的要求也不明确”。在参照莫斯科城市规划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专家们提出

了建议：“（一）北京市一些计划机构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及各部在短期内应共同规定出北京市内

及郊区在五年计划的最后的一个时期预计完成的住宅、文化生活及行政机构建筑总工程量；（二）

从 1956 年开始，北京一些住宅、文化生活及民用建筑应集中分布，其主要目的是要按程序在近

两年内（1956~1957）建筑分布计划中所规定的土地上进行建设；（三）在制定和确定改建及扩展

北京市规划总图以前，城市规划管理局必须在最近制订一个最近两年间（1956~1957）的建筑分

布计划；（四）不要继续在城市的西郊及西南区（注：宣武区）分布行政办公楼，可以把住宅及

文化生活机构分布在这地区；（五）1956 年开始在城市主要干线东西长安街进行建筑。”［17］这些

规划建议无疑成为此后北京市规划草案形成的重要基础。

为修订 1953~1954 年的规划草案，都市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做了更详尽的现状调

查，并于 1956~1957 年间先后举办了四次大规模展览。当时正值中共八大召开，周恩来、刘少

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中共八大代表以及北京市领导都参观了展览，提出了意见。1956 年 10

月，彭真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了城市总体规划的方向。［7］（pp.329~330）彭真非常注重学习

苏联经验，认为要把北京建设成为一流的现代化城市，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是当时可行的最佳途

径。彭真与苏联专家座谈，虚心向专家了解专业知识，同时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力争达到科学决

策。例如，他跟苏联上下水道专家雷勃尼珂夫探讨北京的用水量，与苏联供热专家格洛莫夫探讨

北京的供热问题等。在道路交通问题上，彭真不理会“大马路主义”的批评，认真吸取了莫斯科

的规划经验，认为城市道路不能太窄。［18］

在北京市委的领导及都市规划委员会的努力下，经过两年多的调查研究与讨论，1957 年春拟

定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草案）》，于 3 月 11 日、14 日经市委常委讨论并最终通

过。1958 年 4 月，都市规划委员会党组又根据一年来的工作经验，做了局部的修改和补充，于

1958 年 6 月上报中央。这个方案与 1953 年规划草案相比，内容更丰富、更具体，主要特点有：

一是“发展大工业的思想更加突出”。在一五计划初期，中央确定在京新建和扩建的工厂只有 10

多个，在北京如何发展工业的问题上还有争论。在 1956 年 4 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后，

北京城市规划中提出了建设工业基地的问题。二是“解决水源的设想更加扩大”。在永定河引水

A  《总体规划方案趋于完善》，《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 城市规划》，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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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之后，又提出了从潮白河与滦河的引水问题。三是“改建城区的要求更加急迫”。此前由于

城内拆迁过多，居民安置困难，只好先到城外建设，给首都建设带来很多问题。新的规划决定大

规模改建旧城区。四是“建筑层数与标准的规定更加明确”。对于前期建设平房过多的问题进行

了反思，决定在中心地区建新房应以 4~8 层的楼房为主，主要街道与主要地区则要建 8~10 层的

楼房，且应讲究建筑艺术。五是“统一建设的思想更加强调”。提出了“统一规划”、“统一设计”、

“统一投资”、“统一建设”、“统一分配”、“统一管理”，即“六统一”。A 显然，发展大工业与改建

旧城区、建筑层数与标准、统一建设等问题，主要采纳了苏联专家的建议并参考了莫斯科规划的

经验。

四、余论：北京城市规划的多重视野

回溯近代北京的城市规划建设，早在清末新政时期即已启动。据《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

（1906~1910）》一书的统计，清末北京城市法规共计 39 种，但没有一种是从传统的中国法系中直

接派生出来的，而是随着新的社会生活秩序的产生，经过引进、改良而成，并且大多数发源于日

本明治维新以后的相关法规。［19］这说明当时城市管理受到日本因素的影响较大。至 1914 年朱启

钤设立京都市政公所，作为北京的市政管理机构，开启了近代北京规划建设体制化变革的序幕。

市政公所的实践受到欧美及日本市政学的影响。日伪时期制定的“西郊新市区”规划，与新中国

成立之初的“梁陈方案”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渊源关系，后者是对前者的批判性继承。而“梁陈方

案”的主导者梁思成、陈占祥曾分别留学美国与英国，西方的建筑与规划理论对他们也有一定的

影响。从这个思路来看，近代以来的北京城市规划一直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体现了北京从传统

走向现代复杂、曲折的历程。

20 世纪 50 年代的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较多地采纳了苏联专家的建议，借鉴了莫斯科城市

规划的方案与经验。在建筑设计上也是如此，例如当时北京大量出现的“苏联式”建筑，一定程

度上重塑了北京的城市空间。［20］总体来看，北京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下水道、城市供暖、地

下轨道交通与道路规划设计以及高等院校的规划建设等方面都受到了苏联因素的突出影响。正如

1959 年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所指出的，学习苏联经验是因为“苏联的社会制度和我们相同”，

尤其是“苏联在短短四十年中，虽然经过两次战争的严重破坏，但是很快地新建和改建了成百上

千个城市，建设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站、钢铁联合企业，消灭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贫民窟，

兴建了大量的住宅、学校、医院、文化宫、体育馆、展览馆等生活福利和公共建筑，使劳动人民

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苏联有整套的建设计划，如远景计划、年度计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

等，都有系统的经验”。［21］

当然，北京城市规划方案的出台并不是完全照搬苏联经验，也是与中国国情及实际情况相结

合的产物。天安门广场与长安街的改造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例证。虽然苏联专家从一开始就参与了

A 《总体规划方案趋于完善》，《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 城市规划》，第 33~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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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指导，但最终方案仍然是由中方决定的。如建筑师张镈回忆：“市委待专家以礼，但不盲从，

仍有己见。在东、西长安街干道红线宽度上，专家组长认为宽 100 米已到极限。但市委领导根据

国情、市情坚持必须作到 120 米宽的红线。中设一块板的路面宽 50 米，两侧各留 35 米便道。”［22］

回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历史现场，我们看到的是多元复杂的历史图景。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

看，当时既有中国专家的“梁陈方案”，也有苏联专家的建议与经验借鉴，最终方案的出台是多

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苏联因素仍然是其中较为突出的方面，其对北京城市规划和建设发展

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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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eed of the Yellow River harnes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considered 
that th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work w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led 
and constructed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system. This system promoted the Loess plateau’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work to the deep, enhanced the mass peasants’s identification feeling and caused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Keywords: the Loess plateau,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1950’s~19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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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in Space Commercial Launch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 Zhang Zhihui & Ma Lianyi（76）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d a brief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space commercial launch. In December 1988, the two countries signed a satellite launch 
memo marking the official entry of China’s Long March Rocket in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unch 
market. In the year of 1995~1996, China’s Long March Rocket encountered two launch acciden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Long March Rocke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unch 
market, China’s space system had carried out deep reform and improved technologies, which eventually 
occupied a pl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unch market. But the United States issued a “Cox 
Report” in 1999, and afte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mpletely banned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 the field of 
space commercial launch.

Keywords: space, commercial launch, the Long March Rocket

* Research Results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

The Security Council in the 1950’s and 1960’s …………………………………… Zhong Jinyan（86）

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pecialized work and the mass line is a fin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and political wor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ecurity Council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the 
combination of specialized work and the mass line. In the 1950’s and 1960’s the Security Council 
united and drove the masses to help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s to complete the task of maintaining social 
security, broke the path t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untry and the mass organization in the field of 
public security, and explored a new pattern of public security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the Security Council,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pecialized work and the mass line, 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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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l History Research *

The Soviet Union’s Factor in Beijing Urban Planning in the 1950’s ………………… Li Yang（97）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Beijing”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socialist urban space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considered by 
the Central and Beijing government. The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experts hired by Beijing 
Municipal Planning Commission disagreed with Soviet Union experts on planning ideas at the beginning. 
As the new regime lacked the experience of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except for using the original 
technical staff, inviting Soviet Union experts to guide and study the Soviet Union’s urban plann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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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experience became the realistic choice at that time. From the plan draft of 1953 to the initial 
overall plan scheme of 1958, the experience of Moscow’s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and the advice 
of Soviet Union experts were the important references. Although the final promulgation of the Beijing 
Urban Planning Scheme wa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action of many forces, the Soviet Union’s factor was 
the outstanding factor affecting the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Beijing in the 1950’s and needed 
further discussions.

Keywords: in the 1950’s, Beijing, urban planning, Soviet Union’s factor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the Climax of “Marching to Science” 
（1956 ~1965） ……………………………………………………… Wang Jian & Jia Luyang（106）

Abstract: In January 1956,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sued a call of “Marching to Science”. Making 
clear “make full use, reasonable development” was the policy of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Shanghai 
actively responded to the call. In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base, Shanghai focused on the 
local industries, talent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other advantages to match industrial restructure. By the 
measures of formula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planning, promoting the combination 
of produc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ivating academic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and carrying ou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hanghai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1963,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ade sure to build Shanghai as a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base. In the climax of 
“Marching to Scienc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d laid a solid 
technologic and industrial found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s industry and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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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 Research on First and Complete Proposal of “The Three Direct Links” Concept
………………………………………………………………………… Shi Chunlin & Su Ping（117）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theorie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about the time of the first and 
complete proposal of “The Three Direct Links”: firstly, it was first proposed on the 3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ongress of the CPC in December 1978; secondly, it was first put forward in the “Report to 
Taiwan Compatriots at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RC ” on New Year’s day in 1979; thirdly, 
it was first put forward by chairman of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Ye Jianying’s talk to Xinhua News 
Agency on making clear the policy of the reunification of Taiwan with the motherland.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published literature those three kinds of theories are not in line with the historical reality. In fact, 
on February 28, 1979, Liao Chengzhi, vice chairman of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and director of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 first and completely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The Three Direct Links” at the “Speech on Commemorating the 32 Anniversary of Taiwan Province 
People’s 2.28 Uprising”.

Keywords: “The Three Direct Links”, Taiwan, “Report to Taiwan Compatriots at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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